
 

 

税收征管规范化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吗？
−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

汤晓建1，2，张俊生3，林    斌3

（1.  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3.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以往的税收征管研究鲜有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角考察税收征管规范化的影

响，而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为探究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准自然

实验环境。因此，文章基于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深入探究了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

避税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降低了企业

避税程度，而且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差、内部控制薄弱和征纳合谋程度高的公司

中。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特别是显著抑制了民营

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避税。可见，税收征管规范化能够优化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法治政府建设

在税收领域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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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指出法治政府建

设落实在税收领域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加强税收征管规范化。税收征管规范化的核心在于规范公

正文明税收执法。而规范公正文明税收执法需要建立健全税务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和量

化税务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与幅度。可见，税收征管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

束税收执法机关及相关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降低税收征管风险，促进税收征管公平公正。一般意

义上，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赋予了税务机关对税收违法行为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根据合法

合理设定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税务行政机关客观灵活地做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

况不同处理”，最大限度规范纳税人行为，以此增强税收征管效果。因此，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视角，税收征管规范化充分考虑了税收征管的前置处罚因素，明晰了税收违法行为的具体

处理基准，增强了税收征管的威慑力，使得纳税人的主观避税动机减弱。同时，税收征管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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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税收征管体制，限制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征纳合谋”的空间，纳税人通

过非正式支付（如业务招待费）方式与税收征管人员达成“征纳合谋”来避税的外部环境不复存

在。由此，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问题是，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角，税收征管规范化如何

规范纳税人的避税行为。由于企业是最主要的纳税人，上述问题可以具体为基于税务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视角，税收征管规范化是否显著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

以往大量文献考察了税收征管的公司治理效应，如对代理成本（Xu 等，2011；曾亚敏和张俊

生，2009）、盈余管理（叶康涛和刘行，2011）、股价崩盘风险（Kim 等，2011；江轩宇，2013；刘春和孙

亮，2015）以及财务报告质量（Hanlon 等，2014）的影响。但这些文献中税收征管的量化指标都是

基于税收收入的结果变量，主要采用实际税收负担比率与估计的税收负担比率之差或比值（Xu
等，2011；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或者税务机关在财政年度内对公司的税收检查次数（Hanlon
等，2014），缺乏从限制税收征管机关或人员自由裁量权的税收征管规范化前置视角的考察。特

别地，目前鲜有文献提供税收征管规范化影响企业避税的证据。由于缺少考虑税收征管规范化，

税收征管的事前威慑力较弱，在税收征管后，企业避税程度反而有所增加（DeBacker 等，2015）。

因此，有必要考察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

为了保证税收征管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2 年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

范税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国税发[2012]65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 2016 年发布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国税发[2016]78 号，以下简称《行使规则》）。随后，各地方税务

局相继发布相应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1 报告了我国国家税收总局及各地方税务局的税

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发布情况。①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为检验税收征管规范化与

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现实场景。

表 1    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裁量基准发布情况

序号 发布机关 公告名称 公告时间

1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 2012 年 7 月 3 日

2 国家税务总局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 2016 年 11 月 30 日

3 辽宁税务局 辽宁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6 年 12 月 29 日

4 吉林税务局 吉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7 年 3 月 17 日

5 浙江税务局 浙江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7 年 7 月 13 日

6 北京税务局 北京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7 年 9 月 7 日

7 陕西税务局 陕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7 年 10 月 30 日

8 广东税务局 广东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7 年 12 月 19 日

9 贵州税务局 贵州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1 月 29 日

10 河北税务局 河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2 月 28 日

11 西藏税务局 西藏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4 月 10 日

12 山西税务局 山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13 黑龙江税务局 黑龙江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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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截至目前，有 27 个省份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国税发[2012]65 号）和《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

行使规则》（国税发[2016]78 号）发布了相应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有 4 个省份（新疆、湖南、河南和山东）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税

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而未按照《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发布相应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基于各地方按照《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发布相应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本文只考虑了 27 个省份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此外，由于研究时暂无法获得

2019 年年报数据，本文考虑的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发布时间截至 2018 年末，即没有将四川、海南、宁夏、湖北和广西的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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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为考察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准自

然实验环境。本文以 2014−2018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实践，探究了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研究发现，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而且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财务信息披露

质量差、内部控制薄弱和征纳合谋程度高的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

施特别是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避税行为。因此，为了有效规范企业避税行为，税

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应侧重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有效执行。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以往的税收征管研究侧重通过征管后果来度量征管程度

（Xu 等，2011；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本文则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前置视角来研究税收征

管规范化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基于我国省级层面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考察了税

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拓展了税收征管研究视角，丰

富了税收征管研究文献。第二，关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以往的研究缺乏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前置视角对税收征管规范化的考察。事实上，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企业避税行为可

能更具事前威慑性，且约束税收征管机关或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征纳合谋”，从而影响企业避税

行为。本文拓展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研究视角，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第三，本文

发现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更能有效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因此，规范税

收征管能够优化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法治政府建设在税收领域落实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Allingham 和 Sandmo（1972）从理论上确立了税收执法与避税之间的联系，认为避税的边际

成本取决于税收执法的力度。企业的避税行为受到税务审计（也称税务检查）与税务行政处罚两

种机制的规范。税务局拥有税务行政处罚的权力，这种权力主要表现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

 

续表 1    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裁量基准发布情况

序号 发布机关 公告名称 公告时间

14 上海税务局 上海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15 江苏税务局 江苏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16 安徽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17 福建税务局 福建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18 江西税务局 江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19 云南税务局 云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20 甘肃税务局 甘肃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21 青海税务局 青海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6 月 15 日

22 天津税务局 天津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7 月 5 日

23 内蒙古税务局 内蒙古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8 月 30 日

24 重庆税务局 重庆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8 年 10 月 2 日

25 四川税务局 四川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9 年 3 月 28 日

26 海南税务局 海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9 年 8 月 1 日

27 宁夏税务局 宁夏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9 年 9 月 16 日

28 湖北税务局 湖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9 年 11 月 29 日

29 广西税务局 广西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9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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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oni，2004）。因此，税务行政处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约束主要表现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

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事实上，Allingham 和 Sandmo（1972）的研究为税收执法提供了法理基

础。由于税收执法是税收征管活动的重要方面，该理论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法理基础。《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内容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检查纳税人的账簿、记账

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检查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

这体现了税务机关执法过程中税务审计或检查的法理依据。此外，《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

则》第三条明确规定，“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综合

考虑税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选择处罚种类和幅度并作出处罚决定的

权力”，这体现了税务机关执法过程中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的法理依据。总体上，税务机关

的税收征管主要通过税务审计和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来实现。

以往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对企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Dyck 和 Zingales，2004；Desai 和

Dharmapala，2006）。具体地，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提升，政府在税务检查中发现企业避税行为的

可能性增加。一旦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纳税行为产生质疑，公司和经理人面临的避税成本将显著

上升（Rego 和 Wilson，2012）。因此，税收征管能够抑制控制权私利（Dyck 和 Zingales，2004），进而

抑制公司避税行为（Hoopes 等，2012）。公司可能利用避税天堂的税收优惠来避税（Dyreng 等，

2012），这为经理人的自利行为提供了可能（Hanlon 等，2014；Bennedsen 和 Zeume，2018）。而严格

的税务审查将减少公司使用避税天堂的避税方式，降低经理人操纵应税盈余的可能性（Graham

等，2014）。此外，除了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外，税收征管还发挥着其他方面的公司治理作用。比如，

税收征管不仅能够降低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还能降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

成本（Xu 等，2011；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税收征管还能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叶康涛和刘

行，2011），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Kim 等，2011；江轩宇，2013；刘春和孙亮，2015），改善公司财务

报告质量（Hanlon 等，2014）。因此，税收征管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而有关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税收征管指标主要采用

实际税收负担比率与估计的税收负担比率之差或比值（Xu 等，2011；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或

者税务机关在财政年度内对公司的税收检查次数（Hanlon 等，2014）。这些是基于税收收入的结

果指标，缺少考虑税收征管前置规范化因素。第二，由于缺少考虑税收征管前置规范化因素，侧

重征管后果的税收征管活动缺乏事前威慑力，可能对企业与税务机关“征纳合谋”行为的治理不

力。这些研究不足可能使税收征管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税务行政处罚

裁量权行使充分考虑了税收征管的前置因素，促使税收征管规范化，为税收征管有效执行提供

了裁量基准。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对企业行为具有治理作用（Allingham 和 Sandmo，1972；

Franzoni，2004）。因此，税收征管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税收征管的努力程度，还

要考虑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角的税收征管规范化的影响。遗憾的是，基于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视角的税收征管规范化研究尚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如较多规范研究探讨了如何从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制度视角来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李登喜和王凤彬，2017）。而鲜有研究基于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角实证检验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行为的经济影响，特别是鲜有文献

探究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为检验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现实

场景。随着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可能更能发

挥治理作用。第一，税收征管规范化充分考虑了税收征管的前置处罚因素，明晰了税收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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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处理基准，增强了税收征管在法律上的威慑力，特别是向企业释放了严格税收征管的信

号，使企业的主观避税动机减弱。比如，针对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的税收违法行为处理，国家税

务总局安徽分局明确规定，“5 年内首次出现，且能及时改正在规定期限内补缴税款及滞纳金的，

处欠缴税款 50% 的罚款；5 年内再次出现的，处欠缴税款 50% 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社会影响较大的，处欠缴税款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只明确

了欠缴应纳税款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没有明确具体的税收违法行为裁量基准。第二，税收征

管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税收征管体制，限制了税务机关与企业的“征纳合谋”，使纳税人

通过非正式支付（如业务招待费）方式与税收征管人员达成“征纳合谋”来避税的外部环境不复

存在，从而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可以预期，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

规范化更能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更能显著降低企业避税

程度。

薄弱的财务信息披露环境会助长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Kraft 等，2018），特别是其避税行

为（李青原和王露萌，2019）。由此，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可能更容易产生避税行为。税收

征管对企业避税能够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Allingham 和 Sandmo，1972；DeBacker 等，2015）。可以

预期，税收征管更可能显著抑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公司的避税行为。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尤其体现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差的公司中。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

尤其体现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中。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增强企业运营的合规性，约束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效抑

制企业避税行为（李万福和陈晖丽，2012）。而薄弱的内部控制会助长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从

而助长企业避税行为。税收征管对企业避税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Allingham 和 Sandmo，

1972；DeBacker 等，2015）。可以预期，税收征管更可能抑制内部控制薄弱公司的避税行为。在各

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尤其体现在内

部控制薄弱的公司中。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

尤其体现在内部控制薄弱的公司中。

尚待完善的税收征管体制会助长税收征纳双方合谋避税行为。比如，有较大税收征管自由

裁量权的征管人员可能会纵容企业的避税行为，从而导致税收收入流失（田彬彬和范子英，

2018）。可见，在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之前，企业可能会通过非正式支付（如业务招待费）

的方式与税收征管人员达成“征纳合谋”来避税。在“征纳合谋”下，税务部门很少会对企业避税

行为进行有效惩戒。但在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之后，各地方针对企业税收违法行为细化

了具体的行政处罚标准。这不仅约束了税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也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了事前

威慑力。因此，在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之后，企业与税收征管人员之间的“征纳合谋”空

间被压缩，从而企业避税减少。可以预期，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

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尤其体现在征纳合谋程度高的公司中。因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4：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

尤其体现在征纳合谋程度高的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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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由于考察的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发布时间截至 2018 年末，本文选取 2014−2018 年

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类和数据缺失的公司后，最终得到 9 350 个样本观测

值。为了减小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本文使用的各

地区税收收入及其他宏观经济数据来自 CNRDS 和 RESSET 数据库，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数

据来自深圳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公司财务及其他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 企业避税

以往的文献主要关注企业所得税避税问题（Hanlon 和 Heitzman，2011；刘行等，2016；田彬彬

和范子英，2018；陈冬和董新颖，2019；李金雨和王得力，2020）。企业所得税属于直接税，税负不能

转嫁，由企业直接负担。而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属于间接税，企业能将税负转嫁给其他纳税

人负担。因此，企业所得税比间接税更容易被税收筹划，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更容易影响

企业所得税避税问题。目前主要使用两种方法来衡量企业所得税避税：一种是有效税率方法，衡

量指标为企业的税收支出除以税前收入，其数值越小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Dyreng 等，2008）；

另一种是账面−应税收入法，其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Desai 和 Dharmapala，2006）。实

际税率法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当同时操纵税前收入和税前利润时，企业的税收支出和税前利

润会同比例变化，此时计算的有效税率不能有效衡量企业的避税情况（田彬彬和范子英，2018）。

因 此 ， 现 有 研 究 比 较 倾 向 使 用 账 面−应 税 收 入 法 来 衡 量 企 业 避 税 程 度 。 本 文 参 考 Desai 和

Dharmapala（2006）的计算方法，选取异常会计−税收差异（DDBTDi,t）作为企业避税的衡量指标，即

式（1）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部分 μi+εi,t，其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

BT Di,t = β1T ACCi,t +µi+εi,t （1）

其中，BTDi,t 为会计−税收差异，等于（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其中，应纳税

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税率。TACCi,t 为总应计利润，等于（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总资产。μi 为公司 i 在样本期内的残差均值，εi,t 为 t 年度残差与残差均值

μi 的偏离度。

2. 税收征管

参考 Xu 等（2011）以及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的研究，本文采用以下方法来计算税收征管衡

量指标（TAX_eni,t）：首先根据式（2）计算出各省预计的税收收入 TA_P，然后用实际税收收入减去

预计税收收入，以此反映税收征管力度，其数值越大表明税收征管力度越大。

T AX/GDP = β0+β1IND1/GDP+β2IND2/GDP+β3OPENNES S/GDP+ε （2）

其中，TAX 为各省年度税收收入总额，GDP 为各省年度国内生产总值，IND1 和 IND2 分别为各省

年度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总产值，OPENNESS 为各省进出口总额，反映开放程度。

基于上文计算的税收征管指标（TAX_eni,t），我们划分处置组和控制组。如果税收征管指标大

于或等于按年度和省份分类计算的中位数，则 Treat 取值为 1，代表处置组；如果税收征管指标小

于按年度和省份分类计算的中位数，则 Treat 取值为 0，代表控制组。

3.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时间变量

对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时间变量 POST，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当

年及以后，POST 取值为 1，之前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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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组变量

（1）信息披露质量

借鉴 Dechow 等（1995）计算的可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如果其数值大于或等于中位数，则

ABACCDi,t 取值为 1，表明信息披露质量较低；如果其数值小于中位数，则 ABACCDi,t 取值为 0，表

明信息披露质量较高。

（2）内部控制质量

参考林斌等（2016）以及汤晓建和杜东英（2017）的研究，本文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信息披露指数”除以 100 后的数值来反映内部控制质量。如果某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大于或

等于样本均值，则 ICQDi,t 取值为 1，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而如果小于样本均值，则 ICQDi,t

取值为 0，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低。

（3）征纳合谋

参考田彬彬和范子英（2018）的研究，本文采用业务招待费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反映征

纳合谋程度。如果某公司征纳合谋程度大于或等于样本中位数，则 ECi,t 取值为 1；如果某公司征

纳合谋程度小于样本中位数，则 ECi,t 取值为 0。

5. 控制变量

参考 Hoopes 等（2012）以及刘行等（2016）等文献，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1）净资产收益

率（ROEi,t），等于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总额比值；（2）账面市价比（MBi,t），等于公司市场价值除以账

面价值；（3）资产负债率（LEVi,t），等于公司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值；（4）应收账款占比（RECi,t），等

于应收账款净额与资产总额比值；（5）存货占比（INVi,t），等于存货总额与资产总额比值；（6）固定

资产占比（FIXEDi,t），等于固定资产总额与资产总额比值；（7）公司规模（SIZEi,t），等于当期期初资

产 的 对 数 值 ； （ 8） 管 理 费 用 占 比 （ ADM i , t ） ， 等 于 管 理 费 用 与 营 业 收 入 比 值 ； （ 9） 董 事 会 规 模

（Bdsizei,t），等于董事会人数；（10）是否“四大”审计（Big4i,t），如果公司被“四大”审计，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11）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First10i,t）；（12）企业性质（SOEi,t），如果公司为国有

控股，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本文还使用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三）模型设定

参考 Hoopes 等（2012）以及刘行等（2016）等研究，为了检验假设 1，本文构建了如下基于税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检验模型：

DDBT D = α0+α1Treat+α2Post+α3Treat×Post+αiControli,t + INDUS TRY +YEAR+ε （3）

如果式（3）中 α3 显著为负，则表明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更能显

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

为了检验假设 2、假设 3 和假设 4，本文分别根据信息披露质量（ABACCDi,t）、内部控制质量

（ICQDi,t）和征纳合谋程度（ECi,t）进行分组，对式（3）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BTD 的均值为−0.001，DDBTD 的均

值小于 0.001，这与刘行等（2016）的研究中会计−税收差异取值基本一致。TAX_en 的均值为

0.002。此外，Treat 的均值为 0.632，表明处置组样本占比为 63.2%，控制组样本占比为 36.8%。

Post 的均值为 0.350，表明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样本占比为 35%，实施前样本占

比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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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TD 9 350 −0.001 0.000 0.009 −0.057 0.020

DDBTD 9 350 0.000 0.001 0.008 −0.037 0.020

Tax_en 9 350 0.002 0.001 0.008 −0.032 0.030

Treat 9 350 0.632 1.000 0.482 0.000 1.000

Post 9 350 0.350 0.000 0.477 0.000 1.000

ROE 9 350 0.047 0.063 0.164 −1.132 0.316

MB 9 350 2.195 1.601 2.020 0.174 12.391

LEV 9 350 0.437 0.429 0.206 0.060 0.912

REC 9 350 0.125 0.103 0.106 0.000 0.478

INV 9 350 0.148 0.110 0.146 0.000 0.726

FIXED 9 350 0.202 0.166 0.161 0.002 0.703

SIZE 9 350 22.232 22.063 1.298 19.703 26.062

ADM 9 350 0.110 0.089 0.094 0.010 0.650

Bdsize 9 350 8.553 9.000 1.742 5.000 18.000

Big4 9 350 0.059 0.000 0.236 0.000 1.000

First10 9 350 0.396 0.390 0.208 0.034 0.866

SOE 9 350 0.351 0.000 0.477 0.000 1.000
 
 

表 3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到，Treat×Post 与 DDBTD 在 10% 的水平上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更能显

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初步支持了假设 1。
 

表 3    相关性分析

DDBTD Treat Post

Treat 0.010

Post −0.008 0.134***

Treat×Post −0.018* 0.443*** 0.791***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列示了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回归结果。列（1）

中 Treat×Post 与 DDBTD 在 5%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假设 1。列（2）显示，

当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高时，Treat×Post 与 DDBTD 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列

（3）显示，当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低时，Treat×Post 与 DDBTD 在 5%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此外，列（2）和列（3）的交互项系数差异检验 Chi2 值为 3.40，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从而

支持了假设 2。列（4）显示，当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Treat×Post 与 DDBTD 存在负相关关

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列（5）显示，当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Treat×Post 与 DDBTD 在

1%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列（4）和列（5）的交互项系数差异检验 Chi2 值为

4.66，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从而支持了假设 3。列（6）显示，在征纳合谋程度较高组中，Treat×
Post 与 DDBTD 在 1%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列（7）显示，在征纳合谋程度较低组中，

Treat×Post 与 DDBTD 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列（6）和列（7）的交互项系数

差异检验 Chi2 值为 3.03，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从而支持了假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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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

被解释变量：DDBTD

（1） （2） （3） （4） （5） （6） （7）

全样本
信息披露

质量高

信息披露

质量低

内部控制

质量高

内部控制

质量低

征纳合谋

程度高

征纳合谋

程度低

Treat 0.016 0.018 0.011 0.031 0.001 0.022 0.010

（0.62） （0.97） （0.26） （1.10） （0.04） （0.76） （0.29）

Post 0.034 0.014 0.049 −0.009 0.151*** 0.079* −0.006

（1.15） （0.42） （1.17） （−0.32） （3.01） （1.97） （−0.11）

Treat×Post −0.053** −0.011 −0.084** −0.025 −0.149*** −0.096*** −0.009

（−2.26） （−0.37） （−2.50） （−0.92） （−3.06） （−3.12） （−0.17）

Constant −0.044 −0.086 0.074 0.144 −0.188 0.275 −0.091

（−0.22） （−0.47） （0.23） （0.48） （−0.80） （0.70） （−0.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2 0.308 0.306 0.303 0.264 0.368 0.289 0.322

样本数 9 350 4 677 4 673 5 259 4 091 4 675 4 675

交互项系数差异检验 Chi2 值 3.40* 4.66** 3.03*

P 值 0.0651 0.0308 0.0815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经过异方差和省份层面聚类调整后 t 值。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结

果未列示。

总体上，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显著

增强，尤其体现在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和征纳合谋程度较高的公司中。可见，

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安慰剂检验

为了证实以上“准自然实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种安慰剂检验进行了分析。第一种

安慰剂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如北京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7 日，我们

选定安慰剂检验的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7 日。由此，重新对 POST 进行赋值，如果辖区内企业相关

数据对应的年份在 2015 年及以后，则 POST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同理，其他省份的处理方法

与北京市相同。参考 Almeida 等（2017）的方法，如果事件期向前移动两年后，Treat×Post 与 DDBTD
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结果，则表明上文的“准自然实验”结果是稳健的。此外，我们在第一种安慰

剂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剔除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的影响。如北京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实施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7 日，我们选定安慰剂检验的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7 日。此时，我们

进一步剔除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 2017 年辖区内企业相关数据。同理，其他省份的处理方

法与北京市相同。参考 Almeida 等（2017）的方法，如果事件期向前移动两年并不考虑原有事件影

响后，Treat×Post 与 DDBTD 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结果，则表明上文的“准自然实验”结果仍是稳健

的。在安慰剂检验后，上文研究发现依然成立。

2. 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使用固定效应模

型后，上文研究发现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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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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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虑政策出台时间差异的影响

现实中，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在一年内可能存在一定的规律。比如，年初强调实现税收收入

“开门红”，年底确保实现预期税收目标，已完成当年税收任务的地方可能要求企业下一年缴纳

税款，未完成当年税收任务的地方会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因此，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同一年

不同月份出台，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同。如果某一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 12 月或者下一年

1 月或 2 月出台，则对当年的税收征管可能存在强化作用。因此，上文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税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出台时间差异的影响。为了控制这种影响，本文重新定义了 Post，在各地方税

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出台当年 3 月及以后，Post 取值为 1，之前取值为 0。基于此，本文重新估计

了式（3），再次检验了假设 1 至假设 4。在考虑政策出台时间差异的影响后，上文研究发现依然

成立。

4. 考虑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的影响

根据表 1，各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出台时间不同，但主要依据 2016 年 11 月 30 日国家

税务总局出台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简要明确

了行政处罚种类、遵循原则、基准制定与规则适用条件，但没有给出针对具体税收违法行为的裁

量基准，也没考虑各省税务行政处罚的实际情况。由此，在省级税务部门未正式出台地方裁量基

准之前，所在省份基层税务部门可能会遵照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的文

件精神提前部署落实所在区域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可能主要来自国

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的影响，而不是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影

响。为此，本文重新定义了 Post，在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出台当年及以

后，Post 取值为 1，之前取值为 0。如果重新检验发现假设 1 至假设 4 都不成立，则表明本文研究

结果主要受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影响，而不是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

行使规则》的影响，以此证实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此外，“自由裁量权”更多来自接触企业的基层部门，除了遵照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处罚

裁量权行使规则》的文件精神提前部署落实外，也可能会在此之前更早部署落实所在区域的税

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此，本文构造了一个与之相关的安慰剂检验。受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

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的影响，本文假设这个更早时点的安慰剂检验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30 日。如果各省企业相关数据对应的年份在 2015 年及以后，则 POST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参考 Almeida 等（2017）的方法，如果事件期向前移动一年后，Treat×Post 与 DDBTD 之间不存在显

著的结果，则表明上文“准自然实验”结果是稳健的。

综上分析，在考虑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的影响后，假设 1 至假设

4 都不成立，表明本文研究结果主要受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影响，而不是国家税务总

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的影响，上文研究发现依然稳健。

5. 更换税收征管衡量指标

参考 Xu 等（2011）以及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的研究，本文更换了税收征管衡量指标。具体

地，本文以实际税收收入与预计的税收收入的比值来反映税收征管力度，其数值越大表明税收

征管力度越大。然后，重新划分处置组和控制组，如果税收征管指标大于或等于按年度和省份分

类计算的中位数，则 Treat 取值为 1，代表处置组；如果税收征管指标小于按年度和省份分类计算

的中位数，则 Treat 取值为 0，代表控制组。在更换税收征管衡量指标后，上文研究发现依然成立。

6. 更换企业避税衡量指标

参考 Desai 和 Dharmapala（2006）的研究，本文还选取会计−税收差异（BTD）作为企业避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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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标，会计−税收差异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在更换企业避税衡量指标后，上文

研究发现依然成立。

（四）进一步分析

1. 基于产权性质分组

以往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避税动机（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李

青原和刘叶畅，2019）。政府作为国有企业大股东是其税收和利润收益的最终受益者，政府获得

税收和利润收益意味着国家财富增加（王跃堂等，2010）。而民营企业与政府存在税收利益分配

的问题，可能会采用更多的避税手段来减少税收利益的流出。在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

税收征管规范化势必会压缩民营企业的避税空间，从而更能降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可以预

期，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尤其

体现在民营企业中。因此，本文根据产权性质（SOE）进行分组，重新估计了式（3）。如表 5 列（1）所

示，在国有企业中，Treat×Post 与 DDBTD 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如列（2）所示，在

民营企业中，Treat×Post 与 DDBTD 在 5%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列（1）和列（2）

的交互项系数差异检验 Chi2 值为 3.62，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

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
 

表 5    进一步分析

被解释变量：DDBTD

（1） （2） （3） （4）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大规模企业 小规模企业

Treat 0.036 0.003 0.007 0.029

（1.05） （0.13） （0.24） （1.02）

Post 0.021 0.044 −0.012 0.088**

（0.56） （1.12） （−0.31） （2.43）

Treat×Post −0.014 −0.065** −0.002 −0.123***

（−0.25） （−2.59） （−0.05） （−3.84）

Constant −0.122 0.115 0.059 0.187

（−0.41） （0.40） （0.14） （0.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2 0.341 0.296 0.344 0.273

样本数 3 279 6 071 4 675 4 675

交互项系数差异检验 Chi2 值 3.62* 6.33**

P 值 0.0572 0.0199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经过异方差和省份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t 值。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

结果未列示。

2. 基于公司规模分组

公司规模越大，税负越高（Zimmerman，1983）。与小规模公司相比，大规模公司所承担的税收

负担更重，避税动机更弱。换言之，小规模公司比大规模公司更可能倾向避税。在税务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势必会压缩小规模企业的避税空间，从而更能降低小规模企

业的避税程度。可以预期，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

行为的抑制作用尤其体现在小规模企业中。因此，本文根据公司规模（SIZE）进行分组，如果某公

司规模大于或等于样本中位数，则 SIZE 取值为 1，代表大规模公司；如果某公司规模小于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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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则 SIZE 取值为 0，代表小规模公司。本文根据公司规模大小对式（3）进行了分组回归。如

表 5 列（3）所示，在大规模企业中，Treat×Post 与 DDBTD 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如列（4）所示，在小规模企业中，Treat×Post 与 DDBTD 在 1%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此外，列（3）和列（4）的交互项系数差异检验 Chi2 值为 6.33，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

与大规模企业相比，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降低了小规模企业的避税程度。

五、结　论

以往的税收征管文献鲜有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角来研究税收征管规范化的影

响。事实上，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事前明确了税收违法行为的具

体处罚基准，增强了征管执法的事前威慑性，打破了税务机关与企业“征纳合谋”的外部环境，从

而更能维护税收征管公平正义，促进税收征管效果提升。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为

考察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本文以 2014−2018 年我国 A 股

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探究了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

避税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更能显著降低

企业避税程度。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尤其体现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差、

内部控制薄弱和征纳合谋程度高的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

施，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避税行为。

本文研究表明，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

用显著增强。因此，可以通过规范税收征管体制来优化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加强法治政府

建设在税收领域的实践落实。各地方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规范化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地方税务行

政处罚裁量权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约束作用，促进税收征管公平正义，保证税收征管的效果。同

时，各地方税务机关应根据地方税收征管动态实践，积极完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以保

证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合理公平行使，从而有效发挥税收征管的公司治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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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Decreas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Tang Xiaojian1，2,  Zhang Junsheng3,  Lin Bin3

(1. College of Finance，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3. Business School，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Summary:  An important action in the taxation area is to strengthen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
m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aw-based government in China. Furthermore, the core of the nor-
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is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on the one hand, the normaliza-
tion of tax enforcement has fully absorbed the predisposing factors of tax enforcement, clarified the specific
standards of taxation offences, strengthened the legal deterrence of tax enforcement, and reduced taxpayers’
subjective motivation of tax avoid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could im-
prove the tax enforcement system to some extent, curb the rent-seeking possibility of the collusion between tax
supervisors and firms, and further break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ax avoidance from the collusion through
informal payments (e.g., business entertainment expenses) between taxpayers and tax supervisors. Therefore,
an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question is tha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
tion standards, how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restrain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ehaviors.

The province-level practice of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construct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and corporate tax avoid-
ance. Based on the province-level practice of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this study exam-
ines the effec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t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x-ante period of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implemented in every province, in
the ex-post period of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implemented in every province, the negat-
ive relationship is more pronounced between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and corporate tax avoid-
ance. Moreover, the former relationship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les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lower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more collusion between tax supervisors and firms. Further, the former rela-
tionship is also more pronounced in private and smaller firms. As a result, as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
tion standards are implemented,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can decreas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as follows: First, based on the province-level practice of tax ad-
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besides considering the traditional consequence of tax enforcement,
this study also considers the effec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from the predisposing perspective
of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tax enforcement research, and fur-
ther enrich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ax enforcement. Second, this study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the determ-
inants of tax avoidance research,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tax enforcement, and further enrich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he determinants of tax avoidance research. Third,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norm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can optimiz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listed firms’ governance and further offer beneficial im-
plications for the fact that tax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in the processing of the law-based government.

Key words:  tax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standards； tax enforcement； normalizati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责任编辑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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